從皮錫瑞到周予同
——看待孔子與六經之關係之視野與思考


一、前言
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究竟如何，此一課題，自古及今，爭論未休。諸端意見，略言之可歸為四種流派：今文學派、古文學派、宋學派、新史學派。[footnoteRef:0]今文學派以孔子為六經之作者，視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經濟邦國，垂教萬世；古文學派以六經成於孔子之前，孔子為六經之繼承者、發揚者，視為史學家；宋學派對此議題無太多討論；而新史學派則從文獻證據角度，質疑六經及儒家之信仰。 [0:  	周予同：《群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1月，2版），頁1-2。] 

皮錫瑞為清代經今文學家，作《經學歷史》，以今文學派之視野與邏輯梳理經學之源流及發展。近代周予同為之作序及註，在肯定皮氏著作價值之同時，亦對其視角、思想諸多缺點提出批評。對於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皮氏一如其他今文家之見，認定孔子為六經之作者，而周氏不以為然。本篇報告，旨在釐清皮錫瑞、周予同二人，在孔子與六經關係問題上所呈現之視角、論議之脈絡，討論二人視野可能存在之宥限，從而為經學史研究當具備何種視野、態度提出借鑒。本篇所論，在於對待孔子與六經關係之研究態度，而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究竟如何，自古爭論不休，雖數十萬言亦未必可得而解，誠非本篇所論者矣。

2、 功利與信仰：皮錫瑞的今文情懷
皮錫瑞對孔子與六經關係之見解，於《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充分展現。總歸其大旨，蓋有如下諸端。
第一，皮氏以為「孔子以前，不得有經」[footnoteRef:1]。孔子刪定之前，經之原始文本雖已存於世，然皆散亂失統，無甚價值，不得稱「經」。皮氏謂： [1: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2版7刷），頁19。] 

《易》自伏羲畫卦，文王重卦，止有畫而無辭；亦如《連山》、《歸藏》止為卜筮之用而已。《連山》、《歸藏》不得為經，則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為經矣。《春秋》，魯史舊名，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亦如晉《乘》、楚《檮杌》止為記事之書而已。晉《乘》、楚《檮杌》不得為經，則魯之春秋亦不得為經矣。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周禮》出山巖屋壁，漢人以為瀆亂不驗，又以為六國時人作，未必真出周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刪《詩》為三百篇，刪《書》為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footnoteRef:2] [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9-20。] 

由此，皮氏認定，所謂六經，皆由孔子修定而後，始得言「經」，始具有「經」之意義。而東漢之後，凡對經之著作持懷疑者，皆為「疑所不當疑」。
第2， 孔子作六經，旨意閎偉，垂教萬世，以為準則，所謂「後之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後之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footnoteRef:3]若六經不為孔子作，則經之重大意義將不復存在，經學亦將壞亂——於《易經》，則「不過為經作傳，如後世箋注家」；於《詩》、《書》，則「不過如昭明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編輯一過，稍有去取」；於《春秋》，則「以為本周公之凡例；……不過如《漢書》之本《史記》、《後漢書》之本《三國志》，鈔錄一過，稍有增損」。[footnoteRef:4]面對以上對孔子作經之懷疑與不同意見，皮氏曰： [3: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26。]  [4: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27。] 

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經》教萬世之旨，不信漢人之說，橫生臆見，詆毀先儒。……經學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必以經為孔子作，始可以言經學；必知孔子作經以教萬世之旨，始可以言經學。[footnoteRef:5] [5: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27。] 

以上兩則，為皮氏論點之核心，該章其餘論述，或引述，或議論，或讚同，或駁辯，要皆不逃此二旨。
自皮氏之議論，吾人可獲得兩點觀察：
1， 皮氏以孔子為六經之作者，大多源自對於六經之功利態度及對孔子之信仰。所謂功利，並非貶義，由六經以求經濟、教育之用，乃今文學家之長處，誠嘉意也；而所謂對孔子之信仰，乃以為孔子聖人必作經以垂後世，若經不由孔子作，則孔子不如此偉大，徑淪為箋注家云云；若孔子不作六經，則六經非聖人所作，其重大意義將不復存在，經學將無以立足，終而導致「經學不明，孔教不尊」[footnoteRef:6]。皮氏之出發點固然有著亦經學經世濟民之情懷，然而其以此為唯一的視野展開經學史之撰述，似更有可商榷處。原因在於，皮氏以此功利與信仰作為論據，任其固化為先入為主之觀點，從而導向六經皆孔子所作之結論，如此則其他方面之文獻證據、邏輯推論，似成為一種附庸、裝飾。而這樣的議論，對於抱持同樣見解與信仰之今文學家，固然可以獲得共鳴，但對於不同見解的學者，尤其是重視文獻證據的古史辨派學者，在研究態度、切入角度上便已全然不同，使得二者無法站在同一平臺上取得平等、對應的討論。 [6: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27。] 

2， 作為一部經學史，則當在歷史中的不同觀點之間，作敏銳的觀察，並如實且全面地陳述。然而，皮氏並未採取此一種角度，而選擇作為一個今文學派之捍衛者，守護今文學之精神，批判異見，攘臂以告天下之人，相與攻擊他派而棄之。如其討論六經之淵源，論《易》則斷言「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儀禮》則以為周公之遺云云，此等前提是否如實，在經學文獻之研究上便已充滿問題與不同之見解，而其對此竟未多加一言，而徑以之為定論，作為孔子作六經之前提，尤顯單薄。其對於孔子與六經之意見，則尤其如此，以今文學之角度攻擊他派，而不予之從始至終之梳理、闡述。這種態度，使得其《經學歷史》難免偏狹、偏袒之譏，而有失於廣博、周全矣。

三、懷疑與否定：周予同的疑古駁辯
周予同雖為皮錫瑞《經學歷史》作注，其立場與態度則未曾偏袒皮氏，在肯定該作在那一缺乏經學歷史梳理之時代具有相當積極意義之同時，也對於不足乃至其所認為之「荒謬」處做出批評。這些批評，要之有如下幾點。第一，指出皮氏宥於今文學家之視野，而未能跳出局限，即「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footnoteRef:7]。第二，指出皮氏缺少史學的角度。周氏謂： [7: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1。] 

因為他不是史學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備，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觀地記述事實，而好加以主觀的議論。他這部書，假使粗略的翻閱，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宋學的發生、變遷、異同、利弊一一顯示給我們。[footnoteRef:8] [8: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1。] 

第三，認為皮氏「孔教救國」、「六經致用」、「緯侯足徵」之說荒謬不經。
基於上述觀點，周氏於其著作《群經概論》中，謂皮氏就孔子與六經關係之問題上，所持乃是「極端的主張」。[footnoteRef:9]周氏是當代新史學派學者，其上述評價，亦明晰可見該學派之傾向，如講求史料證據之縝密、態度之客觀、視野之超越等，是可貴的。而細究周氏對於皮錫瑞之評價，前兩項確屬皮氏不足之處，而第三項則似有商討餘地。尤其是其批判「六經致用」一條，亦似有走向另一極端之傾向。周氏曰：「今文學者每喜更進一步，貪求『六經致用』的史例，於是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誣地在讚歎着倣傚着。」[footnoteRef:10]周氏之言，不無以偏概全之嫌。借鑒經學思想以治國理政而有成效之案例不計其數，而周氏謂今文學者為荒謬，以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為辭而「一棒打死」，未免太過武斷，有失中正。而其駁斥「孔教救國」，雖可見其辯證、審慎的態度，然亦有斷然捨棄經學、全盤推翻經學與孔子之傾向。而實際上，周氏亦毫不掩飾：「在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footnoteRef:11]甚至直言，讚成打倒孔子，廢棄經學。[footnoteRef:12]由此可見，周氏對於經學，只是全然將其作為既往之歷史研究，未見其對於當今之意義與價值。就此一點而言，實在未免偏激。誠如王利所言：「在『經學史』的研究上，周予同雖然時時站在抽離的角度對其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周予同自己也屬於這個陣營（指古史辨派）。」[footnoteRef:13] [9:  	周予同：《群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1月，2版），頁20。]  [10: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12。	]  [11: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6。]  [12: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6。]  [13:  	王利：〈淺論周予同的中國經學史研究〉，林慶彰總顧問、馮曉庭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二十三輯》（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6-27。] 


四、結論
皮錫瑞《經學歷史》以今文學家的視野為其著作的出發點，其從經學中發掘啟迪以期應用於社會之情懷，及其對於孔子思想、六經義理之重視，皆足以帶給今人以正向的思考、嘗試與啟發。然而，就「經學史」之角度而言，其所採取之態度則使《經學歷史》流於偏狹的一家之言，而未能如實、客觀、全面地描寫經學史的源流、發展，及各派之觀點。這一短板，也同樣反映在其對於孔子與六經關係的認知上。皮氏認定六經皆為孔子所作，其論述之原點在於經學濟世之功利思想以及對於孔子的精神信仰，而不從史料、證據角度出發，不能周全闡述他家之觀點，是其不足之處。
周予同受新史學流派之影響，指出皮氏上述問題，然而在竭力倡導所謂「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別來記述經學」的同時，亦不免陷入新史學派的流弊，全然以經學為死去的歷史，全然以文獻的角度討論經學問題的歷史，而忽視了經學的實用性、啟迪性，低估了歷史上經學所發揮的實際作用與影響，從而全盤否定經學、否定孔子，走向了另一極端。
[bookmark: _GoBack]總觀二人在孔子與六經問題上的論辯，我們可以反思到：經學之研究，不可為求善、美而捨真，亦不可執真而棄善、美。皮錫瑞似未免乎前者，而周予同則傾向於後者。當今之經學與經學史之研究，皆需要一種真、善、美三者兼容並蓄的客觀態度。這樣的素養雖然不易達成，卻是每位經學研究者所應努力具備的。
